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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当中国和印度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泥潭时，这两个国家就如同两位被

内部冲突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巨人；到 １９６２年，在中国和印度共同的喜马拉

雅山边界上，这两个国家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初始基础薄弱的中印两国，

为应对冷战时期不利的国际环境而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印度采

用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中国则采用了共产主义和集体主

义的发展模式。

本章旨在提问：究竟哪种增长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印两国各自发展

经历与未来预期中的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该问题因为如下几个原因而十分

重要。

首先，尽管目前已有许多对中国的成功与印度的崛起进行解释的流行理

论，却没有任何理论能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完成从发展中经济体到发达经济

体这个转型所需要的全部必要条件。理解这点，不仅对于理解中印两国在未

来可能遭遇的发展瓶颈与障碍非常重要，对制定能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合理

的发展政策也不可或缺。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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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ｌａｓｈｏｆＴｉｔａｎｓ通常被翻译为 “诸神之战”，但本文主要是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进行比

较，因此题目在英文字面意的基础上进行了意译，希望符合翻译要求。

作者感谢来自 ＲｏｄＴｙｅｒｓ和 ＪａｎｅＧｏｌｌｅｙ的意见，并受益于与他们进行的有见地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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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和次多的两个国家，中国与印度的持续经济

增长将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逐步改变自 １９世纪末美国崛起以来就未曾改

变过的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格局。而目前西方世界在政治上的主导权能否得

以维系，或许也将取决于作为英国前殖民地与西方民主制度实践地的印度在

经济上能否与中国相抗衡。

为了思考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经济增长情景，我们需要用一个理论框

架来整合各种想法。基准模型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ｍｏｄｅｌ）是一种可以被同时应用

于思考长期增长与短期转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在下文中，通过谨慎地运用

这一模型，本章将对中印两国在经济增长上的相对表现提出大量新的见解。

具体来说，本章将会特别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投资率的提升对于中国

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有限，特别是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尤其如此；第二，

中国和印度在投资率上的差异并不能够解释两国在经济增长表现上的差异；

第三，新的证据显示人力资本积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因为人力资

本积累不仅提升了劳动生产效率，也诱发了实物资本积累。

既有的增长核算研究倾向于强调实物资本积累和剩余生产率提升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本文的研究成果与此并不一致。相反，本文这些新的研究成果

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索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与作用效果的新思路，因而也为我们

理解不同政策对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巨大经济体的影响方式提供了新的见解。

二　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长期增长

　　图１展示了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轨迹，图中不仅标示了中印两国自

１９５２年以来各年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ＧＤＰ），而

且还提供了美国在同期的数据作为参考，数据依据美元购买力平价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ｐａｒｉｔｙ，ＰＰＰ）进行计算。关于中国的数据有两组，均来自

于佩恩表① （Ｈｅｔｓｏｎ等，２０１１）。第一组数据是基于中国官方价格指数以及

１３２

① 佩恩表 （英文名称为 ＰｅｎｎＷｏｒｌｄＴａｂｌｅ，简称 ＰＷＴ），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建立并
维护的一个跨国经济数据库，该数据库的网址为 ｈｔｔｐ：／／ｐｗｔｅｃｏｎｕｐｅｎｎｅｄｕ。———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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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比较项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ＣＰ）２００５年基值来构建

的；第二组数据是基于 Ｍａｄｉｓｏｎ和 Ｗｕ（２００５），Ｗｕ（２０１０）及其他论文对

第一组数据中官方价格指数的修正来构建的。

图 １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以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

资料来源：Ｈｅｓｔｏｎ等 （２０１０）。

第二组数据所进行的修正，主要针对中国在１９８０年以前的经济增长率。

根据官方数据，中国在１９５２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仅相当于印度的一半。

在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７８年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为３个百分点，而印度的年均增

长率则与美国相同，都是２个百分点。但是，在１９７８年到 ２０１０年间，中国

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８５个百分点，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于 １９８６年赶上了

印度，而此时距离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还不到十年①。

然而，那组被修正的数据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与上述情形大相径庭的故

事。这组数据显示，中国在１９５２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印度相同。而中国

在１９５２年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就意味着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的实际增长率越低。

具体来说，被修正的数据表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间，中国的

年均增长率为６５个百分点，而不是官方数据所显示的８５个百分点。

Ｍａｄｉｓｏｎ、Ｗｕ、Ｗａｎｇ和 Ｍｅｎｇ都认为，较之于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所测算

出的经济增长率，他们对经济增长率所作出的相对更低的估计应该更为可

靠———因为官方数据显示中国 １９５２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购买力平价为

２８２美元，这个数字远远低于最基本的生存线；而与中国相比，同样贫穷的

２３２

① 原文如此。———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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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当年的人均收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后却相当于 ６１２美元 （Ｍａｄｉｓｏｎ和

Ｗｕ，２００８；Ｗａｎｇ和 Ｍｅｎｇ，２００１）。Ｈｅｒｔｏｎ（２００８）也认为，如果采用中国

的官方经济增长率进行计算，那么意味着印度在１９５２年时远比中国要富裕，

但是这种结果却令人难以置信①。Ｈｅｒｔｏｎ引述了 Ｋｒａｖｉｓ（１９８４）、Ｒｕｏｅｎ和

Ｋａｉ（１９９５）等学者早先研究的成果以支撑自己的论断，而这些研究都显示

中国在１９５２年要比印度更加富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Ｋｒａｖｉｓ（１９８１）的

研究显示，中国在１９５２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 １２％，而印度

却只相当于美国的６％②。

通过对中印两国的能源使用情况进行比较，图２提供了支持上述论断的

更多证据。该图展示了中国人均能源使用量相对于印度人均能源使用量的倍

数。尽管图中的数据仅能回溯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但还是明确地显示中国当

时对于公路交通的能源需求量与印度相同———这与官方数据不同，后者显示

此时的中国应该远比印度贫穷。不仅如此，当时中国的总体能源消耗水平大

约是印度的两倍。这些数据直观地告诉我们，至少到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为止，

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已经不在印度之下。这样看来，官方数据显著地低估了中

图 ２　中国相对于印度的能源使用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多个年份）。

３３２

①

②

Ｈｅｓｔｏｎ（２００８）指出，关于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的数据远比关于中国的数据可靠，
因为印度拥有更为详尽的物价调查数据。

Ｇａｒｎａｕｔ和 Ｍａ（１９９３）认为，虽然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１９９０年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与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相差不多，但食品消费结构却表明前者实际上大约是后者的三倍。

同时，请参考 Ｃｌｅｍｅｎｔｓ和 Ｃｈｅｎ（２０１０）的论文，作者认为关于食品消费额占总消费额比例
的数据同样表明官方数据低估了中国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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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基础财富水平，从而高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率，因而似

乎并不可信。

从修正后的中国国内总值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印两国的初始经济增长

表现非常相似；但是与印度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却不甚稳定，时而繁

荣时而萧条。中国经济的第一次严重衰退出现在 “大跃进运动”以及三年

自然灾害期间，而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衰退则出现于 “文化大革命”期间。

对于中印两国进行比较的许多研究，都重点关注中国为合作化失败所付出的

代价①。

（二）单位工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除了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外，对中印两国进行比较的另一种方法是

观测单位工人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ｐｅｒｗｏｒｋｅｒ）。这种方法更加强调对

生产率的测量，与增长理论所使用的各项概念的关系更为密切。基于佩恩表

所提供的数据，图 ３分别报告了中印两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Ｈｅｓｔｏｎ

等，２０１０）。１９５２年，大约有４１％的印度人口在工作，而中国同期的工作人数

却大约占到了总人口的５０％；而当中国的工作人口比率从１９５０年的５０个百分

点上升到目前的６０个百分点时，印度的工作人口比率却基本保持不变。

图 ３　工作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Ｈｅｓｔｏｎ等 （２０１０）。

４３２

① 例如，Ｇｉｌｌｅｙ（２００５）和 Ｓｗａｍｅｙ（２００５）认为应当下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估计，并强调
应当重视中国经济政策的社会成本———这些做法更有利于使印度获得相对于中国更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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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Ｇｏｌｌｅｙ和 Ｔｙｅｒｓ（２０１１）所讨论的那样，中国抚养比率的下降源于

中国因为生育率下降而导致的人口结构转型。而未来中国的抚养比率将会上

升，而印度的抚养比率则会下降，这也将对中印两国的发展前景产生潜在影

响。

然而，通过对以往的增长率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单位工

人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的增长速度并不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那样

快。即便如此，尽管工人数量正在快速增长，中国 ２００７年的单位工人国内

生产总值还是达到了１９５２年的１０倍，而同一时期印度在这个指标上只增长

到５倍；换句话说，中国的增长速度是印度的两倍。

（三）相对成就

当把中印两国置于更长的时间段内进行比较时，评论家们认为，由低劣

的经济管理方法所导致的大规模饥荒也应该被视为中国为其经济发展政策所

付出的巨大代价。

尽管如此，中国在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的经济发展经历，仍然要比

印度出色许多。即便我们对于中国国家收入数据中的系统误差进行调整，并

且着眼于单位工人国内生产总值而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中国的经

济增长速度仍然是印度的两倍①。

不仅如此，中国出色的经济增长还使得该国在降低死亡率、营养不良与

贫困等方面取得了同样出色的成就。例如，Ｒａｖｉｌｌｉｏｎ（２００９）发现，在 １９８１

年到２００５年间，中国的贫困人口指数 （ｐｏｖｅｒｔｙｈｅａｄｃｏｕｎｔｉｎｄｅｘ）下降了 ５个

百分点，而印度在同期只下降了１４个百分点②。根据 Ｒａｖｉｌｌｉｏｎ（２００９）的研

５３２

①

②

如果采用官方数据进行计算，那么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增长了２７倍，超过印度经济增长水
平的５倍。
Ｒａｖｉｌｌｉｏｎ（２００９）认为中国在１９８１年的贫困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８０％，而印度在１９８０年的贫
困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６０％。这似乎是基于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ＣＰ）的数据所计算的，而国际比较计划的数据则是基于对中国人均经济增长率的
官方估算而非调整以后的数据得出的。因此，Ｒａｖｉｌｌｉｏｎ（２００９）估计，中国 １９８１年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的购买力平价为５４３美元，而印度１９８１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购买力平价则为 ９０１
美元；因此，印度当年的人均收入要比中国高６０个百分点。然而，根据佩恩表第７版 （Ｐｅｎｎ
ＷｏｒｌｄＴａｂｌｅＶｏｌ７）所提供的修正数据，中国在 １９８１年要比印度富裕 １７个百分点。如果
Ｒａｖｉｌｌｉｏｎ论文中对中国贫困率的估计基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购买力平价水平的官方数据，
那么该论文有可能高估了中国在１９８１年的贫困率，从而高估了中国在此后削减贫困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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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印两国在削减贫困问题上的差异，几乎完全可以用两国经济增长率的

差异来解释①。

三　经济增长的源泉

（一）增长核算

　　在明确了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增长上的表现差异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探

讨两国的经济增长中是否存在着可能导致关键政策差异的显著特征。对于国

家经济增长进行研究的主要工具是增长核算 （ｇｒｏｗｔｈ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Ｂｏｓｗｏｒｔｈ和

Ｃｏｌｌｉｎｓ（２００８）的研究构建了中印两国从 １９７８年到 ２００４年的经济增长账户，

因而对于后续讨论非常有用。

具体来说，他们认为中印两国的单位工人实际产出水平可以被表示为一个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见方程 （１））。

ｙ＝ｋα（Ａｈ）１－α （１）

在方程 （１）中，ｋ表示单位工人的实物资本，ｙ表示单位工人的产出，ｈ

表示单位工人的人力资本，Ａ是一个被折算为劳动力单位的生产率指标。给定

任意两个时期，将这两个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表标记为ｙ和ｙ′，我们可

以构建出 ｙ和 ｙ′的比值；而将这两个时期的收入水平分别表示为方程 （１）等

号右边各个部分的乘积，我们就可以对二者进行比较 （见方程 （２））。

ｙ′／ｙ＝（ｋ′／ｋ）α（ｈ′／ｈ）１－αＢ′／Ｂ （２）

在方程 （２）中，我们将 Ａ１－α计为 Ｂ，表示全要素生产率 （ｔｏ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ＦＰ），即被折算为产出单位的生产率②。同时，对方程 （１）进

行对数求导，我们就可以得到被经常使用的增长核算方程 （见方程 （３））。

ｙ^－αｋ^＋（１－α）ｈ^＋Ｂ^ （３）

６３２

①

②

具体来说，他发现贫困率下降相对于人均收入增长的弹性，在印度大约为 ０７，而在中国则
高达０８。
当 ｙ和 ｙ′表示不同国家的收入水平时，该函数又被称为 “发展核算方程” （Ｈｓｉｅｈ和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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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程 （３）中，Ｂ^为 “索罗残差”（Ｓｏｌｏｗ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通过运用方程 （３），Ｂｏｓｗｏｒｔｈ和 Ｃｏｌｌｉｎｓ（２００８）发现，就比例而言，

实物资本与其他投入对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相似的。在方程 （３）

中，ａｋ＾表示实物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１－α） ｈ^表示人力资本对于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索罗残差则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对中国而言，假设 α＝０４，那么实物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

为４４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对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 ４个百分

点，而以索罗残差形式表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４９个百

分点。对印度而言，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分别为３９个、１２个和４８个百分点。

这样看来，人力资本对印度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略高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实物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稍高于对印度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而在这两个国家中，以索罗残差形式表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都接近一半。然而，Ｂｏｓｗｏｒｔｈ和 Ｃｏｌｌｉｎｓ（２００８）也注意到，就绝对数值

而言，印度的实物资本积累速度远低于东亚经济体在其迅猛增长时的实物资

本积累速度；而中国的实物资本积累速度则与后者相一致，其最近的发展速

度甚至超过了后者在创造 “东亚奇迹”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

强调实物资本积累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认为中国经济受益于其

高投资水平的普遍观点相一致。而通过对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研究，学者们

也常会发现两国的投资率存在差异，并以此作为解释印度经济增长表现不如

中国的证据 （例如，Ｂａｒｄｈａｎ，２００６；Ｂａｓｕ，２００９）。毋庸置疑，这些研究结

论认为：实物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比人力资本积累更为重要，而这

种效应在中国比在印度更为突出。

（二）理解实物资本积累的源泉

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资本积累是内生的；换句话说，新古典增长模型认

为，实物资本积累的比率不受政策变量的直接影响。在最简单的新古典增长

模型———索罗—斯旺模型 （ＳｏｌｏｗＳｗａｎＭｏｄｅｌ）中，实物资本积累的比率取

决于投资率、由单位工人资本现值相对于稳态值的比例所决定的收敛速率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ｒａｔｅ），以及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所有对生产率有影响的因素。

由此看来，虽然增长核算显示中印两国各有大约 ４０％的经济增长是由实物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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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所驱动的，新古典模型却告诉我们，实物资本积累依次取决于以下

几个因素：投资率的变动程度 （标记为 ｉ），生产率的变动程度 （标记为 ｓ），

人力资本的变动程度 （标记为 Ａ），以及趋向于稳态的收敛程度 （标记为 ｈ）。

我们还应该注意，由于部分实物资本的积累实际上源于人力资本的积

累，因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程度要超过增长核算结果所显示的

比例①。由此，使用新古典增长模型不仅使我们得以重新排列各种因素对于

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分析增长过程的另一种视

角。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即将分析的那样，这种方法将凸显人力资本在中印两

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四　投资的作用

（一）水平对变化

　　为了将投资率上升的效应从其他影响实物资本积累的因素中分离出来，我

们可以再一次参考索罗—斯旺模型。方程 （４）表明了这个模型的稳态均衡条

件。

ｓｙ／ｋ＝（１＋ｎ）（１＋ｇ）－（１－δ） （４）

在方程 （４）中，ｓ为投资率，δ表示物质资本的折旧率，１＋ｎ＝Ｌｔ＋１／Ｌｔ
是劳动投入的年度增长率，而 １＋ｇ＝Ａｔ＋１／Ａｔ表示生产率的年度增长率②。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建立了用于进行增长柯算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于是有 ｙ＝ｋα （Ａｈ）１－α；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方程 （５）。

８３２

①

②

例如，在新古典模型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被分解为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两

个部分，直接贡献可以被直接反映，而间接贡献则可以通过测量人力资本对于实物资本积

累的作用来获知。可以这么进行计算的原因在于 ｈ的增加会提升物质资本的平均产量，也
会诱使资本进行积累。因此，其中的一部分应当被归功于人力资本的贡献。

请注意，此处的生产率是用通常标记为 Ａ的哈罗德中性单位 （Ｈａｒｒｏｄｎｅｕｔｒａｌｕｎｉｔ）来测量
的，这与通常标记为 Ｂ的希克斯中性单位 （Ｈｉｃｋｓｎｅｕｔｒａｌｕｎｉｔ）不同，二者的转换方法为 Ｂ

＝Ａ１－α。我之所以对二者进行交替使用，是因为哈罗德中性单位更为常用，也更为有用，
而使用希克斯中性单位则是进行增长核算的传统习惯。不过，由于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柯

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哈罗德中性单位、希克斯中性单位或者同时使用两种单位测算生

产率，结果没有任何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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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ｓ／χ）α／（１－α）Ａｈ （５）

在方程 （５）中，χ≡ （１＋ｎ）（１＋ｇ）－（１－δ）①。该方程显示了均衡

状态下投资率、人力资本、生产率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一个经济

体的投资率水平从 ｓ变化为 ｓ′、人力资本水平从 ｈ变化为 ｈ′、生产率水平从

Ａ变化为 Ａ′，并且由此从初始均衡状态发展到了新的均衡状态，那么该经济

体人均收入的增长情况就可以由方程 （６）计算出来。

ｙ′／ｙ＝（ｓ′／ｓ）α／（１－α）（Ａ′／Ａ）（ｈ′／ｈ） （６）

我们可以使用以上公式对中印两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长期变化情况进

行跨时段比较②。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在趋向均衡状态的过程中，ｓ是恒定

的，所以方程 （６）等号右边的第一部分可以被简化为 （ｓ′／ｓ）α／（１－α）＝１。于

是我们可以发现，在趋向均衡状态的过程中，人均收入的增长仅取决于生产

率的增长比例，即 ｙ′／ｙ＝ （Ａ′／Ａ） （ｈ′／ｈ）。因而，该模型能够告诉我们一

个著名的结论：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不等同于收入水平，也与投资水平无关。

所以，由这一标准模型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相对于印度的高投资水平无法成

为解释其经济增长率更高的理由———这与许多关于中国高增长率的非正式讨

论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

而投资率的变化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比印度更高。

新古典增长模型显示，如果一国的投资率正处于增长中，那么在其他因素相

同的情况下，实物资本积累的比率将超过经济增长率。如同图 ４中基本索

罗—斯旺曲线所揭示的那样，一个更高的投资率 ｓ可以提升均衡状态下单位

有效工人的资本率。由于 ｓｙ／ｋ是恒定的，ｓ上升为 ｓ′的过程必定伴随着 ｙ／ｋ

的下降，因此 ｙ的增长速度不如 ｋ快。所以，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投

资率 ｓ的增长将会带来实物资本积累率的增长，也将提升实物资本在增长核

算时表现出的贡献率。那么，我们的问题仍然是：Ｂｏｓｗｏｒｔｈ和 Ｃｏｌｌｉｎｓ

（２００８）所发现的实物资本对中印两国发展的巨大作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

是由两国投资率的增长所引致的？

９３２

①

②

要想得到这个形式，可以将生产函数等号两边同时除以 ｙα，对 ｙ进行求解以后，将其代入
稳态值等式 ｋ／ｙ＝ｓ／χ。
Ｈａｌｌ和 Ｊｏｎｅｓ（１９９９）在跨国研究中使用过类似的稳态分解方法；然而，他们并没有明确地
使用索罗—斯旺模型去分析 ｓ的变化，而只关注了 Ｙ／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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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索罗—斯旺模型中的资本积累

（二）投资数据

为了更为细致地观察实物资本积累对中印两国经济增长所发挥的相对作

用，图５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的投资率———更为具体地说，是以真实美元购买

力平价指数计算的固定投资总额在以真实美元购买力平价指数计算的人均国

图 ５　单位工人的国内生产总值 （以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

资料来源：Ｈｅｓｔｏｎ等 （２０１０）。

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据的比例。图 ６显示，官方数据表明，在 １９５２年，中国

的投资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７％，这个指标在 １９７８年上升到了国内生产总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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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３３％；中国的投资率在这个水平上保持到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之后又继

续稳步提高了１０个百分点，最终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４０％以上。

相反，虽然印度在１９５２年时的收入比中国更高，但其投资率却只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１０％，这个指标到２００３年翻了一番，达到了２０％。印度投资

率的显著攀升仅仅发生在 ２００３年以后，而如今其投资率已经占到国内生产

总值的３２％。因此，通过对中印两国进行简单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

投资率水平要高出印度很多，尽管最近几年里印度显著地缩小了这种差距。

总的来说，印度的投资率大约增长了 ３２倍，而中国的投资率则增长了 ２７

倍。通过观察这些指标，我们可以发现，印度在投资率的增长速度上似乎超

过了中国。

如果我们使用对消费品价格进行调整后得到的关于中国的非官方数据进

行比较，结果就更加引人注目了。如图６所示，修正后的数据显示中国真实

投资占产出的比率在１９５２年就达到了 ４０％，这说明中国的投资率远比印度

当年的投资率水平高，但却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增长。

图 ６　固定投资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Ｈｅｓｔｏｎ等 （２０１０）。

（三）对投资的影响进行量化

那么，投资率提高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呢？按

照跨国增长核算文献的普遍做法，我们假定 α＝１／３，那么，在生产率和人

力资本不变的情况下，从一个均衡状态移动到另一个均衡状态的增长可以被

表示为 ｙ′／ｙ＝ （ｓ′／ｓ）１／２。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看到的那样，如果使用官方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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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计算，中国自 １９５２年以来的投资率变化倍数为 ｓ′／ｓ＝２７。那么，

即使作最好的估计，在１９５２年到２００９年间投资率增长只能驱动中国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２７１／２＝１６４倍。鉴于中国实际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此

期间增长了大约１２倍，以上计算进一步确认了投资率上升对于中国经济增

长的贡献非常有限①。印度投资率的增长幅度略高于中国，为 ３２倍，可

以拉动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１８倍。考虑到该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

幅度为 ５３倍，投资率对于印度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可观。因此，无

论是就相对比例而言还是就绝对数额而言，投资率上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

献在印度都比在中国更大。这说明，那些能够鼓励投资或者储蓄的政

策———例如印度的银行改革———在印度比在中国对于经济增长起到了更大

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中印两国不同的投资率增长幅度并不能帮助我们

解释两国经济增长的不同经历。无论是就相对比例还是就绝对数额而言，投

资率增长对于印度都比对于中国更为重要。此外，如果实物资本对收入的贡

献率接近 α＝１／３，我们同样可以总结，投资率增长只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

个相对次要的因素，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

五　人力资本

由于投资率的增长似乎不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或者印度的经济增

长，我们转而考虑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包括工人通过在学校中进行学习所掌

握的技巧和素质，以及他们的健康、经验和训练。因此，人力资本是一种财

产，它的价值相当于人们通过进行相关投资后所获得的更高收入与未经投资

前原本收入的差值。

图７、图８展示了中印两国小学和中学的入学率。这两个图告诉我们，

２４２

① 虽然大多数研究假定实物资本对收入的贡献率为０３或者０４，偶尔也有研究认为实物资本
对于收入的贡献远高于这个水平。例如，如果我们假定 α＝０５，以印度为例，索罗—斯旺
模型显示３２倍的投资率上升将会带来３２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使得投资率上
升成为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５倍的重要因素。然而，即便在这
种情况下，中国２７倍的投资率增长仍然只是解释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１２倍的次要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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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 １９５２年时的入学率就要高于印度，而两国在这个指标上的差距有不

断扩大的趋势。２０１０年，中国完成小学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 ８５个百分

点，接受过某种程度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 ９３个百分点；相比而言，印

度完成小学教育的人口只在总人口中占 ６５个百分点，而接受过某种程度教

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只占６７个百分点。

图 ７　印度人口的受教育情况

资料来源：Ｂａｒｒｏ和 Ｌｅｅ（２０１０）。

图 ８　中国人口的受教育情况

资料来源：Ｂａｒｒｏ和 Ｌｅｅ（２０１０）。

图中数据同样显示了中印两国正在接受中学教育和已经完成中学或者更

高程度教育的人口比例。中国完成中学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达

到了５５％，相对而言，印度完成中学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只

有６７％，两国间的差距非常巨大。

尽管印度的总体教育程度不如中国，但就正在进行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例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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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程度而言，印度却比中国稍快———前者在１９５２年到２０１０年间增长了

７２倍，而后者只增长了６２倍。因此，印度小学入学率的增长速度比中国

更高。

然而，中印两国在接受中学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这个指标上的差距

却更为引人注目。印度具有中学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攀升迅

速，在１９５２年至２０１０间，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口从印度工人总数的比例从

０７％上升到了６７％，增长了 ８６倍。然而，这样的增幅却与中国相形见

绌。中国同期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口从占工人总数的２％上升到了５５％，增长

幅度为２６５倍。

不过，上述几个获得率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ｒａｔｅ）指标都是流量指标 （ｆｌｏｗ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它们虽然可以为我们揭示中印两国在教育上的投资比例，却不能

告诉我们两国所积累下来的教育存量。为了衡量人力资本存量，Ｂａｒｒｏ和

Ｌｅｅ（２０１０）将上述几个获得率转化为一个测量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指

标，结果展示在图９中。在１９５０年到２００５年间，印度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从０９８年上升到了 ４７年，增幅为 ３８倍；与之相比，中国劳动力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从１５年上升到了７６年，增幅为４倍。这样看来，中印两

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幅在上述时间段内是相当接近的。

图 ９　人力资本指标

资料来源：Ｂａｒｒｏ和 Ｌｅｅ（２０１０）。

然而，要想使得以上指标对我们的研究具有意义，就需要将受教育年限

转化为与生产率成正比的人力资本数量。遵循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Ｃｌａｒｅ（１９９７）、

Ｂｏｓｗｏｒｔｈ和 Ｃｏｌｌｉｎｓ（２００８）等学者早先所进行的研究，我们采用明瑟收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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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模型 （Ｍｉｎｃｅｒｉａｎ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所提供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人力

资本存量 （标记为 ｈ）与受教育年限 （标记为 ｔ）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可以被

归纳为 ｈ＝ｅθｔ，其中 θ被估计为０１５①。

图９还给出了基于以上简单转化所推算出来的中印两国的人力资本

（标记为 ｈ）。通过这个指标，我们可以发现，印度的人力资本率增长了 １７

倍，而中国的人力资本率则增长了 ２５倍②。中国的数字比印度更高，是因

为采用上述方法进行计算时，较之在较低教育程度基础上额外增加的教育年

份，在较高教育程度基础上额外增加的教育年份被认为能够更多地增进人力

资本存量。

（一）人力资本的长期影响

虽然以上数值并不是特别巨大，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根据索罗—

斯旺增长模型，人力资本的增长不仅通过生产函数对于产出具有直接影响，

而且对于资本积累也具有间接影响。正如方程 １４６所显示的那样，人力资

本增量对于产出的总贡献率在各种稳态条件下总是线性的，因而在保持生产

率 （标记为 Ａ）与投资率 （标记为 ｓ）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由方程

１４６推导出方程１４７。

ｙ′／ｙ＝ｈ′／ｈ （１４７）

因此，如果人均人力资本倍增，那么长期均衡状态下的人均收入也会倍增。

在１９５０年到２００５年这５５年期间，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４３

倍，也就是说其年均增长率大约为４３１／５５－１＝２７％。我们知道，印度人力

５４２

①

②

明瑟模型为 ｗ＝βｅφｔ，其中 ｔ为受教育年限，ｗ为工资率。基于对工资进行回归分析，既
有的实证研究发现，每额外多接受一年教育的回报率大约为 φ＝１０％ （ＢａｒｒｏａｎｄＬｅｅ，
２０１０）。使用先前提到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市场经济体中的工资率可以被表示为

ｗ＝ｋ１－αｈ１－α，其中 ｋ和 ｈ分别表示单位工人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推导以上方程，可

以得到 ｈ＝ｅφｔ／（１－α）；所以，如果 α＝１／３，那么 φ／（１－α） ＝０１５，因而 ｈ＝ｅ０１５ｔ。然
而，如同我们在下文中将要看到的那样，有理由相信对于教育的回报率在中国随时间递

增。

以上数值与 Ｂｏｓｗｏｒｔｈ和 Ｃｏｌｌｉｎｓ（２００８）的估计相差不算太大。使用传统增长核算方法将这
些变化量转化为年度经济增长率，然后像方程 １４３那样用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１－α）对人力资本增长率进行加权，我们就可以发现，如上文所述，该因素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是适度的，在中国尤其如此。



崛起的中国

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年均综合贡献率为１７１／５５－１＝１％；因此，如果向新均

衡状态的过渡增长能够充分实现，那么人力资本对于印度经济增长的影响最

多可以占到２７％中的１％。也就是说，印度经济增长的 ３８％得益于人力资

本增长。使用同样方法对于修正后的中国数据进行计算，我们可以发现，中

国经济增长的４１％得益于人力资本增长。

因此，人力资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同时解释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这又

一次颠覆了对于增长核算的某些既有观点。本文结论之所以与既有研究存在

差异，主要在于两个原因：第一，本文根据 Ｍａｄｉｓｏｎ和 Ｗｕ（２００８）以及

Ｈｅｓｔｏｎ等 （２０１０）所做的研究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行了调整；第

二，本文考虑了人力资本对于实物资本积累的间接影响作用。

此处进行的分析仅仅是解释性的，然而即便通过这些简单的计算，我们

也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能被传统的增长核算研究所

低估了。即便如此，教育年限数据还是提醒我们注意，似乎中国在改革后

（１９８０年以来）的人力资本增长率并没有比改革前 （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更为

迅速。当然，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是否有关于人力资本的既有研究认为

中国的人力资本增长率速度在改革后比改革前更高呢？

（二）重新审视中国在１９８０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

最近有许多研究认为，中国人力资本的影响力也许要比由平均受教育年

限增长量所推算出来的数值更大。尤其是根据 Ｌｉ及其合作者的估计，中国

的教育回报率从 １９８５年的 １％显著地增长到了 ２００７年的 １１％① （Ｌｉ等，

２００９）。由此，他们发现在 １９８５到 ２００７年期间，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上升

了３８个单位，而上文所进行的估计却发现中国人力资本水平同期内的上升

幅度只有１５个单位。

使用调整后的佩恩表数据，中国在此期间的单位工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

幅为 ｙ′／ｙ＝３８。而根据 Ｌｉ及其合作者的计算，中国人力资本在此期间的增

量也为 ｈ′／ｈ＝３８（Ｌｉ等，２０１０）。因此，如果 Ｌｉ及其合作者的测算正确，

调整后的中国单位工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将可以百分之百地被人力资本增长

所解释。

６４２

① 同时也请参见 Ｗｈａｌｌｅｙ和 Ｚｈａｏ（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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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力资本的过渡变动

显然，以上的简单计算不现实地假定：通往一个新均衡状态的全部过渡

进程都已经得到了实现。然而，大量新增的人力资本是在最近才产生的，这

些人力资本对于实物资本积累的实际作用则可能需要很多年才能真正实现。

幸运的是，通过运用简单的模拟手段，我们不仅可以直截了当地量化上

述影响，而且还可以对处于过渡状态的人力资本进行局部转化。具体来说，

我们采用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２０００）所介绍的方法来对索罗—斯旺模型进行模拟，

并且使用调整后的佩恩表中关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力和投资额的数据

以及 Ｌｉ及其合作者论文中的人力资本数据 （Ｌｉ等，２００９）。拥有这些数据

以后，设定实物资本在１９５２年的初始均衡状态，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一个实

物资本存量数据序列。于是，每年的剩余生产力水平 （标记为 Ａ）也将被

计算出来，从而使得校正后的模型可以精确地重构每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并且与每年可被观测的投资率与人力资本水平保持一致。

有了基点标准，我们就可以考虑构建作为对照的模拟模型；在该对照模

型中，人力资本的增长被设定在 １９８５年的水平上，对于其他外生变量 （如 ｓ

和 Ａ）则仍旧取其实际值，并且采用索罗—斯旺均衡模型对实物资本水平进行

更新。这样，在给定索罗—斯旺模型变动并且保持其余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对人力资本增长 （标记为 ｈ）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量化。

图 １０提供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情况作为比较的基准曲线，同时

也基于索罗—斯旺模型给出了在人力资本恒定于 １９８５年水平的情况下理论

图 １０　模拟结果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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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单位工人国内生产总值在各个年度所应处于的水平，作为对照曲线。如果

将１９８５年的单位工人国内生产总值标记为１个单位，那么对于基准曲线而言，

２００７年的单位工人国内生产总值则达到了 ３８个单位，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

增长速率为年均６２５％；而如果令 ｈ恒定于１９８５年的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就

会变得非常缓慢———对照曲线显示，中国单位工人的国内生产总值在２００７年

仅仅增加到了１３５个单位，这意味着年均经济增长速率仅为１３％。

这样一来，在中国经济每年６２５％的增长率中，有 ４９％的增长率可以

用 Ｌｉ及其合作者所测量出的人力资本来解释 （Ｌｉ等，２００９）；换句话说，中

国自１９８５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中，有７８％应该归功于人力资本。因此，即便允

许对处于过渡形态的人力资本进行模拟，采用 Ｌｉ及其合作者提供的数据进行

测算，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极其巨大的影响。

（四）补充说明

Ｌｉ及其合作者认为，他们所发现的高人力资本增长率主要与中国教育

回报率的增长有关 （Ｌ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从字面上理解，他们的估测暗示，在

较为晚近的年份里，同样教育时间在中国所产生的人力资本或提升的技能要

比早先时更多。因此，他们的研究结果说明，在中国，教育年限与人力资本

投资的关系是随着时间变动的，而这意味着存在某种形式的教育技术进步。

这个结论非常有趣，因为最近的一些交叉研究———例如 Ｍａｎｕｅｌｌｉ和 Ｓｅｓｈａｄｒｉ

（２００７）的研究认为，不同国家在教育质量上存在的差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解释这些国家之间所存在的收入差异。

但是对于 Ｌｉ及其合作者的研究结果，也存在着替代性的解释。一种观

点认为，像 Ｌｉｕ及其合作者与 Ｚｈａｎｇ及其合作者所强调的那样，较之更为晚

近的年份，人力资本在中国早先的计划经济时代可能被低估了 （Ｌｉｕ等，

２０１０；Ｚｈａｎｇ等，２００５）。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人力资本的边际产量根本没

有出现任何显著增长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市场回报似乎仍会增加。因此，

劳动力市场组织结构的变化可能对人力资本雇佣的效力产生影响，而这种代

表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却很难从人力资本本身增加所带来的影响中分离出

来。另外，Ｌｉ及其合作者所估计出来的教育回报率增长，实际上反映的可

能是被收入回归估计所忽略的技术进步或者生产互补因素。

因此，以上争论的焦点在于我们能否获得证明中国教育质量提高的独立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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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如果中国的教育质量以 Ｌｉ及其合作者所认为的速率增长 （Ｌ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９），而印度的教育质量则不然，那么上述结果将为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

功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优于印度提供一个直接、恰当的解释。

即便无法获得中国教育质量提升的证据，上述结果也说明，作为中国改

革一部分的劳动力市场重组，不仅改善了人力资本的配置结构，也是驱动影

响人力资本有效单位的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这也许可以被视为对 Ｌｉ及

其合作者的发现以及由前述模拟方法所得出的结果的一种替代性解读。

以上结论说明：中国目前对高等教育进行大量投资与增加教育部门自主

性的战略是恰当的；同理，该结论表明，印度在教育完成率上的障碍给该国

经济发展造成了许多制度与结构上的障碍。Ｂａｓｕ（２００９）和 Ｙａｏ（２００８）强

调，在中国，国家在１９７８年以前就已经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社

会基础；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高水平的社会与经济平等，这也反

映在中国较高的识字率上。

相反，如同 Ｂａｒｄｈａｎ（２０１０）所注意到的那样，印度是世界上文盲人数

最多的国家，而且存在着巨大的教育不平等。显然，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使

得提高劳动力平均技术水平变得困难重重。不仅如此，印度的年轻人口比例

较高，对教育进行投资刻不容缓，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印度就将失去促使大

批儿童入学以提升平均教育年限的机会。

当然，以上评论只是一种猜测。但是，如果人力资本累积的作用真的如

本文所认为的那么重要，这将对中印两国为提供受教育机会所进行的投资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印度尤其如此，因为该国拥有更为年轻的人口、更

低水平的城市化程度以及更大程度的不平等。

六　结论

新古典增长模型早已被作为理解经济增长过程的理论基础，本文则旨在

将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置于该模型的框架下进行解释。新古典模型为我们理

解与阐述数据设定了严格的规则。例如，在该模型中，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

率的变化而不是投资率的水平———这提醒我们注意：在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

时，不应该只关注高投资率，更不能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高投资率。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看到的那样，在新古典模型框架下，中国和印度在过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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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三十多年中投资率变动的差异并不足以解释两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印度

投资率的增长速度比中国更快，但其经济增长速度却不如中国。不仅如此，

采用新古典模型进行的分析还显示，投资率的增长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解释

中印两国实物资本的可观测存量。研究者当然可以认为新古典模型不能解释

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的差异，但寻求替代新古典模型的解释框架却并不容易。

例如，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制度、经济外部性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理论来解

释中国经济的增长，但这些理论都无一例外的非常复杂，而且很难为系统的

经验测试所成功验证。根据 “奥肯剃刀” （Ｏｃｃａｍｓｒａｚｏｒ）所提供的避繁就

简原则，只要相对简单的新古典模型能够解释现实问题，我们就不应该转而

考虑那些更为复杂和蹊跷的模型。

其实，新古典模型成功地揭示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能由单位工

人人力资本的增加而引致，可能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影响，因为人力资

本的增加不仅可以直接提升产出水平，还可以通过提升实物资本的平均产量

来诱导实物资本进行累积。因此，中印两国很大一部分通常被认为是由实物

资本积累驱动的经济增长，其实应该被看做人力资本增加的结果。确实，根

据我们对其直接与间接影响的估测，人力资本积累实际上也许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解释印度自 １９５０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而该要素对于中国同期经济增长

的解释力度甚至更大。

最后，尽管基于平均教育年限的传统人力资本估计方法显示中国人口平

均教育年限的增长速度在改革后并不比在改革前更快，Ｌｉ及其合作者所进

行的估计却认为中国的人力资本在 １９８５年之后出现迅速增长 （Ｌｉ等，

２００９）。不仅如此，通过进行简单的数字模拟，我们可以发现，人力资本积

累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效用，或许可以解释中国在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７年期间单

位工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的７８％。

上述结果说明，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增长上的成功可能与两国的人力资本

积累具有显著关系，而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不同表现可能也与两国人力资

本累积的差异有关。进一步说，中国经济在最近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正是

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对教育质量的提升。

对于人力资本的强调，也指出了中印两国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可能会遇到

的障碍。评论家们认为民主制度与冲突应对能力是印度手中的两张 “王牌”

（Ｂａｒｄｈａｎ，２０１０；Ｂａｓｕ，２００９）；然而，除非能够更为大力并且公平地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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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进行投资，印度对于其民主制度所进行的投资很可能将付之东流。相反，

民主程度不高被认为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但中国已经完成和正

在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却一定能够使其更为容易地走向更具包容性的政体。

更为根本的是，如果中国和印度希望能够完全发挥两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与经

济舞台上的潜能，它们就必须要让各自的人民在最大程度上接受教育、获取

信息，并且参与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这只能通过教育以及向人力资本

投资提供回报的劳动力市场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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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ｖａｒｉｏｕｓｙｅａｒｓ，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Ｗｕ，ＨＸ（２０１０），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ｓ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１９５２－２００８－Ｃｈｉｎａｓ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ｅｂａｔｅ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ｅｗｌ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ｄａｔａｓｅｔ，Ｈｉｔｏｔｓｕｂａｓｈ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ｅ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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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ｋｙｏ．
Ｙａｏ，Ｙ（２００８），Ｔｈｅ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ｅｒａ，Ｍｉｍｅｏ，Ｃｈｉｎａ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Ｊ，Ｚｈａｏ，Ｙ，Ｐａｒｋ，ＡａｎｄＳｏｎｇ，Ｘ（２００５），“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ｔｕｒｎｓｔｏ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ｉｎｕｒｂａｎＣｈｉｎａ，１９８８ｔｏ２００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３，ｐｐ７３０－５２．

（陶郁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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